
佛教官方译场与 中古的外交事业

范晶 晶

汉武 帝开疆辟土
，
建立 了 成 熟 的译官 制度 。 到 了 东 汉 ， 随着对 外联系 的 削 弱 ， 译 官被省 并 。

两晋南北朝 时期 ， 北 方 主 要发展 与 西域 的 关 系 ，
而南 方 则 向 扶南 、 临 邑 扩展势 力 ，

译 官 时置 时

废 。 隋唐的外交事 业趋于 鼎 盛 、 译官众多
，
但 由于史料 的 阙 失 ，

对其具体人 员构成至今仍然没有

清楚 的认识 。 正是在这段 时期 内
，
佛经 翻译如火如荼地进行 ， 佛教译场 也逐步 完成 了 官 方 化的过

程 。 不仅如此 ， 佛教 官方译场 与 中古 的 外交事 业还有着 密 不可分 的联 系
，

主 要体现在 三个 方面 ：

其一
， 译场 的翻译人 员 与 朝廷 的 外交译 官之 间 有 着高 度的 重 合 与 相 互流通 。 也就是说 ， 中 书 省 、

鸿胪寺 的 译语人往往也参与 佛教译场 的 翻译工作 。 其二 ， 由于其特殊身 份 与语言修养 ， 佛教译场

的译主往往也分任鸿胪寺 的部分外交事务 。 其三
， 在 官方 外交之外 ， 译场也成 为沟通西域 、 南海

的 中心之一 ，
以作为外交 的辅助 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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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 晶 晶
，

1 9 8 4 年生 ， 北 京大 学外 国语学院博 士后 。

一

、 小引 ： 古代的翻译活动与佛教译场的官方化

《礼记
？ 王制》 记载 ：

“

五方之民 ，
言语不通 ，

嗜欲不 同 。 达其志 ， 通其欲 ， 东方 曰寄
，
南

方曰象 ， 西方曰狄鞮 ， 北方曰译 。

”

孔颖达疏 ：

“

谓帝王立此传语之人 ， 晓达五方之志 ， 通传五

方之欲 ， 使相领解 。

”

《 吕氏春秋 ？ 慎势 》 则反过来指出 了不需要翻译的情况 ：

“

凡冠带之国 ，
舟

车之所通 ， 不用象译狄鞮 ， 方三千里 。

”

换言之 ， 与三千里之外的地域沟通 ， 便需要翻译的介

人 。 可见 ， 早在佛经翻译开始之前 ，
中央政府已经设有负责翻译的专门人员 ，

掌管与周边其它民

族的交流事务 。 《汉书
？ 百官公卿表》 中有

“

典客
”

（武帝后改称大鸿胪 ） 之职 ， 掌管归附的蛮

夷 ， 属官有译官
；
又有

“

典属国
”

（成帝后归并大鸿胪 ）

一职 ， 掌管降附的蛮夷 ， 属官有九译

令。 除中央官员外 ，
汉朝在地方上也设有译人等职 。 如遣使南下各国 ，

有译长陪同 。
① 在西域二

十四国都设
“

译长
”

， 少则一人 ， 多则四人 。
？ 到了东汉

，
与西域 、 南海的联系减弱 ， 译官被省

并③ 。 然而 ， 零星的翻译活动依然持续 ， 白狼王的 《远夷乐德歌 》 便是一例 。 据 《后汉书》 记

载 ，
此诗的译者乃是犍为郡掾 田恭 ，

因常与夷人习狎而通其言语 ， 受益州刺史朱辅之托进行翻

① 《汉书
？

地理志下》 ：

“

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 ， 有黄支国 ， 民俗略与珠崖相类 。 其州广大
，
户 口多 ， 多

异物 ， 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 有译长 ，
属黄门 ， 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 、 璧流离 、 奇石异物 ， 赍黄金杂缯而

往 。

”

② 关于汉朝在西域设立的译长 ， 参见俄琼卓玛 ： 《汉代的西域译长》 ， 《西域研究》 ，
2 0 0 6 年第 2 期 。

③ 《后汉书 ？ 百官二》 ：

“

中兴省驿官 、 别火二令、 丞 。

”

此处的
“

驿
”

通
“

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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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可说是偶然的个人行为 。

不过 ，
上述这些翻译恐怕多属 口头翻译 。 明代丘濬在其 《译言待宾之礼 》 奏文中声称 ：

“

译

言之官 自古有之
，
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 。 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 。 自佛教人中国始有天竺字 。

”

大

约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状的 。 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书面翻译 。 不过 ， 他接下来断言 ：

“

唐宋以来 ，
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

，
然惟有译佛书而 巳

，
非以通华夷之情也 。

”

却未必是实情 ，

他并没看到佛教官方译场所承担的外交职能 。 其实想想便能明 白 ： 若如他所言 ， 直至 明成祖设四

夷馆才又开始有了处理外交事业的译官 ， 那么唐宋的外交译事 由谁担任呢 ？ 总不至于说唐宋无外

交 。 这其中的奥妙便在于佛教官方译场的开设 。

译场作为中国古代组织佛经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
，
既指译经的场所 ，

也指译经时分工合作的

集体组织 ， 最少由译主 、 笔受二人组成 ，
最多可达到数十种职务的分工、 人数不限 。 汉末洛阳竺

朔佛与支谶 、 安玄与严佛调等人的译场是
一种初步的尝试 。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 （精通华 、 梵双

语的人极少 ） ，
也为了提高翻译质量、 提供更好的译本 （ 既有义学专家的讲解 ， 又有文采斐然的

笔受 ） ， 同时又拥有信徒的资助与组织协调 （提供生活保障、 集中僧俗中各方面的人才 ） ， 佛教

徒们 自发地形成了合作翻译的机制 。 在翻译 《道行般若经》 时 ，
竺朔佛 口授 ， 支谶传语 ，

孟元

士笔受 ， 侍者为张少安 、 子碧 ， 劝助者为孙和 、 周提立 。 鉴于这
一机制的优越性 ， 东晋的竺法护

等人在翻译佛经时也积极采取译场的形式 ， 进
一

步对其进行巩固与完善 ， 其翻译规模更大 、 译出

的经典更多 。

在佛教初传阶段 ，
佛经翻译还是

一

种 自发的行为 ， 译场也多属私人性质 ：
译者们因共同 的宗

教信仰组织到一起 ，
由
一些善男信女、 富商大贾支持 ，

从事佛经翻译事业 。 到了十六国时期 ， 北

方统治者为了对抗南朝的儒家正统与衣冠礼乐 ， 积极寻求独立的治国意识形态 ，
转而大力支持提

倡佛教
——

用芮沃寿的话来说 ，
北方佛教更近于政教合一的体制 （

Ｃａｅｓａｒｏ－

ｐａｐｉｓｍ
）
？

，
于是译场

由私立转为国立 ， 经历了一个官方化 、 制度化的过程 。 具体体现在 ： 其一 ， 译经场所、 人员费用

均由统治者提供
； 其二 ，

由皇室近亲或朝廷重臣参与或监管翻译 ； 其三 ，
翻译经典与国家意识形

态密切配合 。 而 ｊｔｆｃ时的南方 ， 译场则主要还是受私人资助 。 即使皇帝 出资支持译场 ， 那也是以个

人檀越的身份为 自 己祈福 ， 并非政府行为 。 直到梁武帝萧衍治下 ， 译场才开始有了官方意味 。 到

了 隋唐
一

统时期
，
统治者继承了北朝国立译场的传统 ， 对译场的控制进

一

步加强 ，
逐渐介入佛经

源文本的选择与译文本的流通
，
官方化性质更浓 。 太宗 、 高宗直至中宗时期

，
当时的许多显宦清

流都曾参与译场的润色 、 监阅等工作 ， 几乎与僧众平分天下 。 到 了北宋 ， 由于 国力所限 ， 佛教译

场的规模虽然缩减 ，
译经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 ， 但制度层面则臻于完善 ， 译场成为政府机器上不

可或缺的
一

个零件 。 隋唐以降 ，
虽间或也有一些私人译场 ， 但已是零星现象 ， 不再成为主流 。

回顾历史 ， 我们会发现 ： 在朝廷译官制度式微的这段时期 ， 佛教译场却蓬勃发展 ，
并逐步进

行官方化 。 到了唐代 ，

一

方面是恢复译官制度 ， 另
一

方面则伴随着佛教译场官方化的高潮 。 二者

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 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 。

二
、 中书省 、 鸿胪寺译语人参与佛教译场的翻译

东汉省并译官
，
之后的魏晋南朝 ， 由于材料记载阙如 ， 难以窥知其设置与归并的具体情况 。

“

译官
”

再次进人史册 ， 是在 《魏书
？ 职官志》 ：

天兴四年 （
4 0 1

）
，


“

复尚书三十六曹 ， 曹置代

令史一人 、 译令史一人 、 书令史二人 。

”

北魏也曾设置鸿胪卿一职 ，
但似乎主要职能在于典礼 ；

主持四方外交之事乃 由主客负责 。 李安世向南朝使节介绍北魏官制 ， 曾称 ：

“

周谓掌客 ，
秦改典

① 芮沃寿著 ， 常蕾译 《 中 国历史中的佛教》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0 0 6 年 ， 第 4 5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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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 汉名鸿胪 ， 今曰主客 。

”

应该说 ，
北魏的译官建制 ， 与西汉的传统有同有异 。 北齐设置鸿胪

寺 ， 统典客 、 典寺等署 。 隋代承袭北齐的制度 。 到了唐代 ， 由于外交事业空前发达 ， 译官的数量

急剧增加 ， 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中央王朝 、 延边州府均设置翻译的兴盛局面 。 在中央 ， 译官分

属两个部门 ：

一

为中书省 ， 有
“

翻书译语十人
”

；

二为鸿胪寺 ， 有
“

译语并计二十人
”

① 。 但由

于史料不足 ， 目前学界所知有具体姓名可考的只有中书省译语 3 人 ： 揖怛然纥 、 史诃耽与石佛

庆 。
？ 这 3 位分别为突厥 、 中亚史国与回鹘人 。

然而 ’
学者们在研究唐朝译官制度时 ， 很少将佛典材料纳入其考察范围 ’ 往往会漏掉一些重

要的线索 。 清代永溶 、 纪昀奉命修 《历代职官表 》 ， 声称 ：

“

前代客馆 、 典客诸令丞 ， 皆以接待

人使为重 。 而译官之职
，
则 自西汉 以后 ， 概未之见 。 至 明始重其事 。

”

③ 直接将 《册府元龟》 与

《全唐文》 中提及的唐代两位中书译语人忽视了 ， 并未及见史诃耽的墓志 ， 更不用说利用佛教文

献了 。 下文将扼要摘录佛典记载中 的唐代译语人 ， 并加 以简单的分疏 。

彦惊曾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 作序 ：
此经原本由高宗下敕 ， 令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顗与宁

远将军度婆共译 ； 行顗又经常参加地婆诃罗的译场 。 《续古今译经图纪》 称其
“

明天竺语 ，
兼有

文藻 ， 诸有翻传 ， 妙参其选
＂

。 早在玄奘翻译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 时 ， 他便以
“

直中

书
”

的身份担任笔受。 在唐代的佛教译场中 ，
以直中书的身份担任笔受的还有另外 4 人 ：

1 ． 度颇具 ， 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 和 《成唯识宝生论》 时 ，
他都以

“

直中书省

臣
”

的身份宣读梵本。

2
． 伊舍罗 ， 金刚智译 《金刚顶瑜伽 中略出念诵法 》 与 《七俱胝佛母准泥大明 陀罗尼经》

时 ，

“

直中书
”

伊舍罗译语 ， 温古笔受 。

3 ． 李无碍 ， 阿檷真那译 《文殊师利根本
一

字陀罗尼经》 时 ，
婆罗 门李无谄译语 ，

“

直中 书
”

李无碍笔受 。 由于李无谄是北印度人 （ 《续古今译经图纪》 有传 ） ， 推测李无碍应是亲属之类 ，

唐代有不少印度人投奔亲戚而来到长安 。

4 ． 迦叶利沙 ，
今题失译 《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 》 中有

“

直中书迦叶利沙译
”

之语
，
此经应

为唐代翻译 ， 故而在此
一

并论及 。

不过 ，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 以上 5 位 （ 包括杜行顗 ， 后调入鸿胪寺 ） 的头衔均是
“

直

中书
”

， 即在中书省当值 ， 何以见得便是
“

译语
”

呢？ 这便要从已知的几位中书译语人的头衔人

手了 。 《册府元龟》 记载揖怛然纥的职位是
“

直中书译语
”

， 史诃耽墓志称其
“

直中书省
”

翻译

朝令 。
又虑及他们工作的性质 ， 大约可以推断 ：

“

直中书
＂

便是
“

直中书译语
”

之简称 。 若是将

这些材料考虑在内 ， 可以大大丰富学界对于唐代译官的认识 ，
也进一步说明外交人员也经常参与

译场的翻译 ，

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

此外
，
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

一是杜行顗曾从中书省调人鸿胪寺 ，
说明两个机构之间译语人员

是可以流动的 。 唐代鸿胪寺人员参与佛教译场翻译的还有另外 3 人 ： 达摩流支翻译 《佛说宝雨

经》 时 ， 典司宾寺府史赵思泰 、 司宾寺录事摄然 、 孙承辟担任检校的工作？ 。 《续译经图纪》

称 ： 达摩流支译场的监译乃是司宾寺丞孙辟 。 或许他便是上文提到的孙承辟 ，
不过加官进职了 。

① 李林甫等 ： 《唐六典》 卷二 ， 中华书局 ，
1 9 9 2 年 。

②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
参见黎虎 ： 《汉唐外交制度史 》

，

兰州大学出版社
，

1 9 9 8 年
，
第 3 6 2

—

3 6 3 页 。 另见庄

颖 ： 《唐代鸿胪寺译语人浅议》 ，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 社会科学版 ）
，

2 0 0 7 年增刊
；
赵贞 ： 《唐代对外交往

中的译官》 ， 《南都学坛 》 （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 第 2 5 卷第 6 期 ，

2 0 0 5 年 1 1 月
； 韩香 ： 《唐代长安译语人 》 ，

《史学月 刊》 ，

2 0 0 3 年第 1 期 。

③ 永路等 ： 《历代职官表》 卷十
一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 9 3 6 年 。

④ 唐代鸿胪寺的名 称经过数次改动 。 《唐会要》 卷六十六 ： 龙朔二年 （ 6 6 2 ） 改为司宾寺 ， 咸亨元年 （ 6 7 0 ）

复为鸿妒寺 ， 光宅元年 （
6 8 4

） 改为司宾寺 ， 神龙元年 （
7 0 5

） 复为鸿胪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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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的首译乃行顗与宁远将军度婆合作 。 宁远将军为唐代的武散官阶号 ，

正五品 ； 度婆之名则反映了他很可能来 自天竺 。 唐朝鼎盛时 ， 许多印度人来到长安 。 并不仅限于

佛教徒 ，
也有不少是出身刹帝利的武士 。 他们或接受朝廷的武职 ， 如译经僧般若的表亲罗好心 ，

便是担任神策将军 。 或也参与译经活动 ， 如在义净译场便有
“

右骁卫翊府中 郎将员外置宿卫臣

李释逝
”

、

“

左屯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臣翟金刚
”

、

“

左领军卫中郎将迦湿弥罗国王子臣何

顺
”

， 等等 。 刘言史还有一首 《送婆罗门归本国诗 》 ：

“

刹利王孙字逝摄
， 竹锥横写吒萝叶 。 遥知

汉地未有经 ， 手牵白马绕天行 。

”

此处来汉地作客接受虚职的度婆 ， 应该也属于鸿胪寺的典客署

管理 。 其三 ， 既然两位译者杜行顗与度婆均与鸿胪寺有着密切的关系 ， 译场翻译人员与鸿胪寺译

语人员之间的流动合作不言而喻 。

三
、 佛教译场的译主分任鸿胪寺的外交事务

不仅中书省 、 鸿胪寺的译人 、 属员经常参与佛教译场的翻译 ， 甚至译场的译主本人也往往身

负鸿胪寺的
一

些外交事务 。 六朝时期
，
大量异域僧人来到中 国翻译佛经 。 作为来华外国人中 的

一

个特殊群体 ， 他们天然地具备从事外交工作的条件。

首先 ， 出于语言方面的便利 ， 译经僧可以充当朝廷与外国使者之间的传译 。 天竺僧人月婆首

那 ， 先在东魏游化译经 ， 北齐受禅后 ， 南下来到建康 。 在梁武帝的敦请下 ， 他翻译了 《大乘顶

王经》
一部 ， 武帝并

“

有敕令那总监外国往还使命
”

①
。 梁代的鸿胪寺基本上 已丧失 了外交功

能 ， 而月 婆首那似是暂时填补了这
一空缺 。

其次 ， 同是外国人的身份
， 使得译经僧容易赢得其他族群的信任 ，

沟通朝廷与他们之间的关

系 。 北齐时来华的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 ， 除 了译出 1 5 部佛经以外 ， 展开的弘法行动之
一

便

是
“

往突厥客馆 ， 劝持六斋
”

。 人隋之后 ，

“

为外国僧主 ， 存抚羁客 ， 妙得物心
”

。② 可以说
，
耶

舍承担的乃是北齐鸿胪寺典客的职能 。

其三 ， 由 于译经僧人经常远涉他国求取佛法 ， 他们有时也成为国主之间的信使 。 唐代密宗僧

人不空 ， 在业师金刚智去世后远游东南亚一带继续求学 ， 与此同时还衔有朝廷使命 。 开元二十九

年 （
7 4 1

） 奉诏
“

赍国信使师子国
”

， 到天宝六年 （
7 4 7

） 还京 ，

“

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 ， 及金

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氍等
”

③
。 贞元六年 （

7 9 0
） ， 屙宾僧人般若奉命出使逝湿蜜 ，

“

沙场异域

践历山川 ， 暑往寒来奉忠奉法 ， 向二周载 ，
旋于太原 并被称誉 ：

“

岂唯释氏之真僧 ，
抑亦应

聘之上士也 。

”

④ 由于正史记载很少涉及具体的外交细节 ， 佛教文献又主要侧重于描述译主们 的

翻译活动 ， 他们的外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其四
，
正是因为译经僧们的游方观化 ，

他们成为中央王朝了解异域民情的重要来源 。 自王莽

改制后 ，
中央政权与西域的关系便一直处于若有若无的状况 。 十六国与北朝时期 ， 北方与西域的

联系主要靠佛教来维系 ， 但对西域诸国政治的了解
一直停留在 《汉书 ？ 西域传》 的水平 。 隋唐

再度统一 ， 必须重新考量西域各国的情况 、 建立适当的外交策略 。 正是在此需求下 ，
隋文帝命令

达摩笈多译场著 《大隋西国传》 （笈多 口述、 彦琮笔录 ） 。 此书 已佚 ，
但 《续高僧传 》 保存了其

① 《续高僧传》 卷一附真谦本传 。

② 《续高僧传》 卷二那连提黎耶舍本传 。

③ 参见 《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 》 及 《宋高僧传 》 卷一不空

本传 ， 在回到长安的年代上两种记载稍有不同 ，

一为天宝六年 ，

一

为天宝五年 。 由 于碑文的作者离不空生

活的时代更近 ， 故取前者 。

④ 《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 卷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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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

凡十篇本传 。

一

方物 ，
二时候 ，

三居处 ， 四国政 ， 五学教
，

六礼仪 ， 七饮食 ，
八服章 ，

九宝货 ， 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 。

”

这显然与一般的佛教游记不同 ， 视野要开阔得多 ， 背后的政治

动机昭然若揭 。 与之类似 ， 玄类的 《大唐西域记》 也是出于太宗经营西域的需要 ， 奉敕编撰而

成
； 目 的是介绍西域的国情风俗 ， 弥补前史的不足 。 而根据 《唐六典》 的记载 ， 对异域民风的

探察 、 将其执笔成书 ， 原本是鸿胪寺的职责 ：

“

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 ， 委鸿胪讯其人本国 山川 、

风土 ， 为图以奏焉 ， 副上于省 。

”

①

最后 ， 更为重要的是 ， 译场有时还负责翻译相关的外交文书 。 隋文帝时 ， 印度王舍城僧人来

朝 ， 临回 国时
，
请求带走 《舍利瑞图经》 和 《 国家祥瑞录》 。 文帝下令彦琼将上述两书从汉语翻

译成梵语 ，

“

合成十卷 ， 赐诸西域
”

。 这两本译著是当时国家形象的象征 ， 故而不仅交给印度僧

人 ，
还班赐给西域各国 ， 宣扬中国的盛化 。 玄奘游学印度 2 0 年

， 极大地促进了中 印之间的相互

了解 ，
两国才开始互派使者 。 王玄策前后三次 出使印度 ， 文书往返均是玄奘所翻 ：

“

故诸信命 ，

并资于类 。 乃为转唐言 ， 依彼西梵 。 文词轻重 ， 令彼读者 ， 尊崇东夏 。

”

太宗又下令翻译 《老

子 》 五千文为梵语 ，

“

以遗西域
”

。 玄奘主持译场后 ， 与印度那难陀寺僧人经常有书信往来 。 出

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 玄奘将这些私人信件都当成外交文书来处理 ：

“

法师答 ， 并信物 。 其书写文

录 ， 奏 ， 然后将付使人
＂

。
②

这
一

传统
一直延续到宋代 。 太宗时 ， 成都僧人光远从印度回国 ，

带 回西天竺王子的上表 ， 诏

施护将其译为汉语。③ 真宗时 ， 中天竺沙门觉戒来中 国进献佛教遗物 ， 并进 《赞圣颂》 ，
敕惟净

进行翻译 。 明道元年 （
1 0 3 2

） ， 注辇国
“

遣使贡表 ， 以金叶书天竺字
”

， 仁宗也是下令传法院

（ 即翻经院 ） 翻译以进 。 译场僧人有时还会担任皇帝与天竺僧人之间的 口 译 ， 如 天圣八年

（ 1 0 3 0 ） ， 摩伽陀国义学僧人不动护偕同两位弟子来朝 ， 仁宗引对于承明殿 ， 译经三藏法护 、 惟

净
， 笔受僧人文一担任二者之间的翻译 。④

佛教译场与鸿胪寺外交事务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
一

个明显的史实体现出来 ， 即 ：
自睿宗以

后 ， 有名望的译主往往会赐鸿胪卿之号 。 这
一

传统始于先天元年 （
7 1 2

） ， 康法藏圆寂后 ， 赠鸿

胪卿 。 法藏与外交事业稍有联系的是将华严宗传到新罗 ，

“

诱令一 国 ，
学遍十山

”

， 死后还有在

海印寺养病的新罗人崔致远为其做传 。 永泰元年 （
7 6 5

） ， 代宗进不空为试鸿胪卿 。 而 回顾上文 ，

不空 曾于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六年间奉使师子国 。 或许一开始是由于他们在外交上的贡献而赐号

鸿胪卿 ， 后来便形成传统 。 《容斋随笔》

“

僧官试卿
”

条记载 ：

“

代宗以不空为鸿胪卿 ， 自后习 以

为常 ， 至本朝 尚尔。

”

雍熙二年 （
9 8 5

） ，
宋太宗除天息灾为试光禄卿

，
法天 、 施护为试鸿胪卿 。

此处的施护也曾翻译西天竺国王的上表 。⑤

当然 ， 译主赐号鸿胪卿原有两种可能 ： 第一种是鉴于译场与外交之间的紧密联系 ；
第二种是

僧寺与鸿胪寺之间的关系 。 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 ， 故而直到唐初 ， 都隶属于鸿胪寺管理 。 但

到了延载元年 （ 6 9 4 ）
，
武则天令佛道二教均隶祠部 。 开元二十四年 （

7 3 6
） ， 中书奏令僧尼隶鸿

胪寺 。 但第二年又有改动 ： 僧尼继续隶祠部
，
将道教改隶宗正寺 。 大体说来 ， 自武则天后 ， 佛教

事务就被当成内务处理 ， 辖属于祠部 。 译主赐鸿胪卿之号 ， 便只可能是第
一

种理由 ： 表彰他们在

① 李林甫等 ： 《唐六典》 卷五 ，
中华书局 ，

1 9 9 2 年 。

② 参见 《续高僧传》 卷四玄奘本传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七 。

③ 《佛祖统纪》 卷四十三 ： 光远
“

诣阙进西天竺王子没徒费表 、 佛顶印 、 贝多叶 、 菩提树叶 。 诏三藏施护译其

表曰 ： 伏闻支那国有大天子 ， 至圣至神 、 富贵 自在 。 自惭福薄 ，
无由 朝谒 。 远蒙皇恩赐金刚座 、 释遊如来

袈裟
一

领 ， 即 已披挂供养。 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 、 寿命延长 。

一

切有情 ， 度诸沈溺 。 谨 以释迦舍利 ， 附

沙门光远以进 。

”

④ 《景祐新修法宝录》 卷十八 。 《 中华大藏经 》 第 7 3 册
，

1 6 7 6 号
， 第 5 8 5 页

， 上栏 。

⑤ 参见洪迈 ： 《容斋三笔》 卷十三 ， 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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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的功绩 。 此外 ， 还有一则旁证 。 庆历元年 （ 1 0 4 1 ） 惟净上言 ：

“

西土进经新旧万轴 ， 鸿胪

之设有费廪禄 ， 欲乞停罢译经 。

”

志磐在此出注 ：

“

鸿胪卿主四方宾客 ， 后世兼领西域梵僧 。

”

仁

宗并未同意 ， 给出了两条理由 。

一

是祖宗家法不可废 ；
二是若停止译经 ， 朝贡的文书 由谁翻译

呢 ？
“

琛贡之籍 ，
非鸿胪则不可识 。

＂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 仁宗使用了
“

琛贡
”
一词 ， 其外交文

书的含义显然大于宗教经典的考虑 。

四 、 佛教译场 ： 联结西域 、 南海、 东濂的纽带

外交机构的设置是与国力紧密相关的 。 经过东汉末年的丧乱 ， 中 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 虽

有西晋的短暂统一 ， 但大形势是趋于分裂 ， 这种状态
一

直持续到隋唐 。 在这分裂的几百年间 ， 没

有一个强有力 的中央政权为核心 ， 便无法设置高效的外交职能机构 ， 译场就逐渐成长为各地区之

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之
一

， 承担着沟通东西南北的任务 。

一般而言 ， 古代的文化交流大约有两种途径 ： 商人的贸易往来与政府的军事行动 。 从东晋直

至隋代 ， 这两种行为都与佛教有着密切 的关联 ， 牵涉到译场髙僧的流动 。 如 《续高僧传》 的达

摩笈多本传述及他为何会来至中土 ：
“

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 ， 同侣一心属意来此 。 非

惟观其风化 ， 愿在利物弘经。

”

玄类在凉州讲经 ， 盛极一时 ，

“

商客通传 ， 预闻蕃域 。 高 昌王麴

文泰特信佛经 ， 复承类告将游西鄙 。 恒置邮驷 ， 境次相迎 。

”

如果说商人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

载体 ，
由于其行动不定的特点 ， 固定的佛教寺窟 、 译场便是他们活动的重要据点 ； 另一方面 ， 政

府采取的军事行为也往往牵涉到高僧的流动 。 如前秦对龟兹 、 后秦对凉州的征服使得鸠摩罗什来

到长安
，
开设译场 。 北魏对北凉的军事行动使得沙门佛事一时俱东 。 没有统一的政权中心 、 没有

能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的向心力 ，
译场就成为非制度化的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 。

十六国时期 ，
由于苻坚 、 姚兴 、 沮渠蒙逊等人的大力支持 ， 长安 、 凉州等地成为中 国北方的

佛教文化中心 。 此时 ，
由于西域诸国都已成为佛教国家 ， 北方各国采取的奉佛政策显然会带来外

交上的优势 。 自大月 氏在印度北境建立贵霜王朝 ， 尤其是迦腻色迦王的第四次佛教结集 ， 使得印

度的佛教中心从摩羯陀等国转移到屙宾一地 。 屙宾成为当时佛教的学术前沿 ，

一些影响深远的大

乘经典便是在这一地区问世。 以屙宾为中心 ，
西域地区的佛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 不少

的汉地僧人前往西域学习 ， 西域的许多高僧也游方来到中原 。 佛教成为联系河西走廊 、 西域直至

印度的文化纽带 。

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译场 ， 其远在西域的师友之辈也闻风而来 。 如其律学老师卑摩罗叉 ，
不

但奔赴长安助其弘教 ， 在罗什死后还南下宣讲新译的 《十诵律 》 。 罗什译 《十住经》 ， 请老师佛

陀耶舍来到长安译场帮忙参详 （ 耶舍后与竺佛念合作翻译了 《 四分律》 、 《长阿含》 等 ） 。 此外

还有其他的西域高僧也慕名来到长安 ， 参与罗什译场 。 如译 《十诵律 》 未终的弗若多罗 ， 完成

《十诵律》 翻译的昙摩流支 ， 最终与罗什关系决裂的禅师佛驮跋陀罗 。 罗什临终 ，

“

口 出三番神

咒 ，
令外国弟子诵之以 自救

”

。 可见除了师友之外 ， 他还从西域带领了
一批徒众随其来到长安 。①

罗什译场不仅吸引 了大批西域僧徒 ， 其译作也流传至高昌等地 。 在吐鲁番及其邻近的鄯善地区 ，

出土了 《持世经》 （ 题为 4 4 9 年 ） 、 《佛说菩萨藏经》 （ 题为 4 5 4 年 ） 及 《十住毗婆沙 》 等

经卷 。
②

① 关于鸠摩罗什与克什米尔 、 西域诸僧人的密切关系 ， 印度学者师觉 月 （ ＰｒａｂｏｄｈＣｈａｎｄｒａＢａｇｃｈｉ ） 在其著作

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Ｃｈ
ｉ
ｎａ

：
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Ｙｅａｒｓ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一

书 中有所论述 。 ＮｅｗＤｅ
ｌｈｉ ：Ｍｕｎｓｈｉ

ｒａｍＭａｎｏｈａｒｌａｌ
，

2 0 0 8 。 参见第二章
“

ＴｈｅＢｕｄｄｈ ｉｓ ｔｍ ｉｓｓ ｉ
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ｆ ＩｎｄｉａｔｏＣｈｉｎａ

＂

 0

② 杜斗城 ： 《北凉译经论 》 ， 甘肃文化出版社 ，
1 9 9 5 年 ， 第 1 4 8

—

1 4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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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译场不仅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 而且充当了北朝与南朝文化交流的使者 。 罗什刚到

长安 ， 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便致书通好 。 弗若多罗译 《十诵律 》 未备即弃世 ，
后昙摩流支来到

长安译场 ， 慧远又写信敦促继续译完这部经典 。 他与罗什多次通信 ， 讨论佛教教义 。 昙邕充当慧

远与长安译场的使者 ：

“

后为远入关致书罗什 ，
凡为使命 ，

十有余年 。

”

① 与此同时 ， 姚兴也对

慧远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与友好 。 新译 《大智度论》 刚完成 ， 姚兴便将新经寄给远在庐山的慧远 ，

并请他为之作序 。

在北方诸国大力发展与西域的关系时 ， 南方则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 。 由于南北对峙 ， 南朝

与西域的联系受阻 ， 于是将外交重点放在更南的扶南 、 临 邑等国 。② 此
一

时期 ， 这些国家受印度

文化影响 ， 多数已经接受佛教作为国教 。 佛教成了它们与南朝文化上的共同语言 ，
③ 译场也就成

为南朝与东南亚国家沟通的桥梁 。 北方各政权以武力强取高僧 的行为
——

如苻坚派人取鳩摩罗

什 、 拓践煮强制昙无谶入魏等④ ，
在南方也不鲜见 。 《 高僧传》 求那跋摩传记载其来汉地的理

由
， 便是宋文帝

“

致书于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 ，
必希顾临宋境 、 流行道教

”

。 另据 《梁书
？

诸

夷传》 记载 ， 天监十八年 （ 5 1 9
） 扶南献婆罗树叶 ， 中大通六年 （ 5 3 4

） 盘盘国献菩提树叶 ， 由

于是与佛像 、 舍利 、 佛塔等
一

同送来 ， 应该是书在贝 叶上的梵文佛经无疑 。 而 《续高僧传》 法

云本传记载 ：

“

天监将末 ， 扶南 国献经三部 ， 敕云译之 。 详决梁梵 ， 皆理明意显 ，
状若亲承 。

”

指的应该就是天监十八年的那次献经与翻译 。 萧齐时 ，
扶南僧人僧伽婆罗来到建康 ， 拜正观寺的

天竺僧人求那毘地为师 ， 学习佛教经典与多国语言 。⑤ 人梁以后 ， 武帝诏令他在扶南馆等处翻译

佛经 。 同时
，
另一位扶南僧人曼陀罗也带着大量梵文经本来到京师 ， 与僧伽婆罗

一

起从事佛经翻

译。 到了陈朝 ， 扶南僧人须菩提也前来建康 ， 译 出 《大乘宝云经》
一

部七卷 。 梁陈之际 ， 还有
一

位取道扶南来入中 国的天竺僧人——真谛 ， 他可以说是两国交好的文化使者 。 大同年间 ， 武帝

派张直送扶南使者回国 ， 并
“

请名德三藏 、 大乘诸论 、 杂华经等
”

，

“

彼国乃屈真谛 ， 并赍经论 ，

恭膺帝 旨 。

”

虽因侯景之乱 ， 真谏的翻译事业颇受阻碍 ， 但他对两地文化交流的贡献是不可磨灭

的 。⑥ 此外 ， 隋炀帝平临邑 ， 带 回了大量佛经梵本作为战利 品 。

发展到唐代 ， 由于玄类在印度声名大噪 ， 被誉为
“

大乘天
”

，
不少印度僧人因此对中国产生

了兴趣 ， 不远万里游方来至此处 。 其中 比较著名的有重译 《华严》 、 新译 《密严 》 等经的地婆诃

罗等 。 唐朝的译场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 随着其经略西域事务的成功开展 ， 译场的组织形式也影响

到这一地区的佛经翻译 。 《宋高僧传》 戒法本传记载 ：

“

（ 北庭 ） 节度使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

（戒 ） 法为译主翻 《十地经》 。 法躬读梵文并译语 ， 沙门大震笔受 ， 法超润文 ， 善信证义 ， 悟空

① 《高僧传 》 ， 大正藏第 5 0 册
，

2 0 5 9 号
， 第 3 6 2 页

’
下栏 2 0

—

2 1 。

② 参见 《梁书 ？ 诸夷传》 的记载 ：

“

继以 中原丧乱 ， 胡人递起
，
西域与江东隔碍 ，

重译不交 。

”

③ 据 《南齐书 ？ 东南夷传》 记载 ， 僧人那伽仙受扶南王揭耶践摩之命出使刘宋 ， 给皇帝的上书 中说 ：

“

皇帝圣

弘道 ， 兴隆于三宝 。 垂心览万机 ， 威恩振八表 。 国土及城邑 ， 仁风化清皎 。 亦如释提洹 ， 众天中最超 。 陛

下临万民 ，
四海共归心 。 圣慈流无疆

， 被臣小 国深 。

”

这种使者往来
一

直持续到后世 ， 佛教似乎 巳成为两国

交好的外交辞令 。

④ 这
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朝 ，

如叶护君臣器重波罗颇蜜多罗 ， 但在唐太宗的强制征召之下 ，
乃与使 臣同至长

安 。

⑤ 《续高僧传 》 中称僧伽婆罗为求那跋陀 的弟子 ， 但求那跋陀卒于宋明帝太始四年 ，
不及见到齐时来扬都的僧

伽婆罗 ， 年代有误 。 这
一错误大概是沿袭了 隋费长房 《历代三宝纪》 的记载 。 《大唐内典录 》 则称其师为

求那践摩 ， 求那跋摩卒于宋文帝元嘉八年 ， 时间上更不对。 齐代居于正观寺的僧人是天竺求那昆地 。 《高僧

传》 记载 ：

“

昆地为人弘厚 ，
故万里归集 ，

南海商人咸宗事之 。 供献皆受 ， 悉为营法 。 于建邺淮侧造正观寺

居之
”

， 并在昆地传后附僧伽婆罗 。 因此 ，
可 以推测

，
僧伽婆罗作为南海人

，

到建邺后必然是投奔乡人都奉

事的求那昆地 。

⑥ 《续高僧传 》 卷
一真谏本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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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官 方译场 与 中古 的 外 交事业？

证梵文 。 又译 《 回 向轮经》 。

”

显然与中原译场的组织形式如出
一辙 。

不仅如此 ， 译场还吸引了来 自新罗与 日本的僧人 。 在译场学习语言 、 经论之后 ，
多数人便回

到 自 己的 国家宣扬推广佛教 。 玄奘的译场里不仅有来 自高昌等西域地区的佛教徒 ， 还有新罗僧人

等 。 汤用彤先生指 出 ： 玄奘的弟子分两派 ，

一

派 以于阗僧人窥基为首 ，

一

派以新罗僧人圆测为

首 。① 而这二人都是译场中翻译 、 讲解的高手 。 日本僧人圆珍也曾于开元寺跟从般若多罗学习梵

语 。 有时 ，
译场中 的僧人还会兼职教授来 自异域 、 住在客馆的外国学者 。 如大兴善寺的灵润法

师 ，

“

被召人鸿胪教授三韩 ，
并在本寺翻新经本

”

②。 更有甚者 ， 他们将中 国 的译场依样画葫芦

地搬到 自 己的国家。 《东海髙僧传》 卷二引崔致远的 《义相传》
：

“

北天竺乌苌国 昆摩罗真谛年 四

十四 ， 农伽陀年四十六 ， 摩豆罗国佛陀僧伽年 四十六 ， 经 由五十二国始汉土 。 遂东来住皇龙寺
，

译出 《旃檀香火星光妙女经》 ， 乡僧县和笔授 。

”

可见 ， 新罗译场也是学习汉地译场的形式 。

唐代译场的数量众多 、 规模很大 ，

一些佛教国家甚至以梵文佛经作为礼物与朝廷交好。 《宋

高僧传》 记载了 《华严经 》 后分梵本到达中 国的
一

个传说 ：

“
一

云梵夹本是南天竺乌荼国王书献

支那天子 ，
书云

：

‘

手 自 书写 《华严经》 百千偈
，
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五圣者 、 善知识人不思议

解脱境界 ， 普贤行愿品 ， 谨奉进上 。 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 。

’

即贞元十
一

年也 。 至十二年六月 ，

诏于崇福寺翻译 。

”

③

这种以译经作为外交手段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宋朝 。 据 《佛祖统纪 》 记载 ： 真宗大中祥符八

年 （ 1 0 1 6 ） ， 注辇国遣使来贡 ， 进天竺梵经 ； 仁宗天圣元年 （ 1 0 2 3 ） ， 又
“

遣使进金叶天竺梵经 ，

诏三藏法护译之
”

。 朝廷对进献 、 搜求的佛经展开翻译
，
与其说是出 于对佛教的兴趣 ，

不如说是
一种修文德 、 怀远人的策略 。 《佛祖统纪》 记载 了真宗与宰臣的一次对话 ，

真宗说道 ：

“

佛法所

至甚广 ， 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 。 唯道教中原有之
，
然不甚盛 。

”

王旦回答 ：

“

顷岁虏使登开宝塔 ，

瞻礼甚虔 ， 誓当戒杀 。 及至上清宫 ，
不复屈膝 。 是知 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

”

真宗表示认可 。

这则轶事的 目 的在于抬髙佛教而贬低道教 ， 其真实性或可质疑 。 然后 ， 其背后所暗含的观念——

崇佛以对
“

荒服诸国
”

示以恩信 ， 大约是实际存在的 。 此时的印度次大陆 ， 正受到穆斯林的强

力进攻 ， 在伊斯兰教的压迫下 ， 许多僧人怀笈赴远 ， 来到藏区与 中原 。 而中原士大夫 、 佛教徒并

不知道这
一

点 ，
而是将其解释为

“

帝德之感通
”

。 因此
， 朝廷以 支持译经为手段实行怀远 ，

也是

非常现实的政治考虑 。 真宗明道元年 （ 1 0 3 2 ） ， 沙门怀问三赴天竺 ， 往摩伽陀 国刊刻皇室的佛教

撰述 ， 仁宗又于佛衣御题飞白 ， 中书枢密院同赋 《御飞白释迦佛袈裟诗》 献上 ， 其中礼部侍郎 、

参知政事薛奎的诗中有云 ：

“

玉札荣裒艺 ， 金镧焕 国辉 。 还凭清净化
，
重译 自来归 。

”

歌颂 了
一

时的盛况 。

求法 、 译经不仅是佛教徒的宗教行为 ，
也是朝廷的形象工程 。 这在陈恕咸平六年 （

1 0 0 3 ）

的奏折里可以看出 ：

“

此辈多学问生疏 ， 受业年浅 ， 状貌庸恶 。 且 自 汉入蕃 ，
经 由 国土不少 。 见

之必生鄙慢 。 望令僧录司试问经业 ， 堪去者送府覆验 。

”

④ 真宗制 ： 可 。 在古代 ， 国与 国之间的

交流除了商业 、 战争之外 ， 宗教信徒为求法 、 传法的游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 当时走出国 门

的人还比较少 ， 他们就充当了文明之间的使者 。 道 圆从五天竺 国返回时 ， 不仅搜罗了 贝 叶梵经 ，

还带着
一

名于阗使者偕同前来 。 就此而言 ， 当时译场的活动对外交事业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

① 汤用彤 ： 《隋唐佛学之特点 》
，

《法音》
，

1 9 9 8 年第 5 期 ，
原载于 《图书月 刊 》 1 9 4 4 年第三卷第三四期 。

② 《续髙僧传》 卷十五灵润本传 。

③ 同时可参见 《新译 〈华严经 〉 卷一译场列位及翻经沙门圆照愿文》 ：

“

贞元十
一

年十
一

月 十八 日 ， 南天竺国

王进奉梵夹 ， 十二年六月五 日奉诏于长安崇福寺译
”

。 收人池 田温集录 《 中 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 东京大

藏出版社 ，
1 9 9 0 年

，
第 3 1 8 页 。

④ 《宋会要辑稿 ■ 道释》 之
“

传法院
”

。 《佛祖统纪 》 文字稍异 ：

“

僧徒往西天取经者 ，
臣尝召 问 。 皆罕习经

业
， 而质状庸陋 。 或往诸藩 ， 必招轻慢 。 自今宜试经业察人材 ，

择其可者令往 。

”

？

8 1？



《世界宗教研究 》 2 0 1 5 年 第 3 期

五 、 结语

在中古时期 的外交事业中 ，
佛教因素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 从前秦的苻坚 、 萧梁的武帝 ， 甚

至到北宋初期的几位皇帝 ， 都曾借助佛教树立中华的大国形象 ， 施行怀远政策 。 而在当时对外文

化交流兴盛、 文本流通频繁的情况下 ， 有眼光 、 有能力将外国作品译成汉语 ，
本身便是国力强盛

的标志之
一

。 国家越是强大 ， 统治者就越能对异文化进行包容 、 对不同的信仰表示尊重 。 与此同

时
，
了解不同 国家的文化与习俗 ，

知己知彼 ， 不仅有利于发展外交关系 ， 而且也能丰富 自身的文

化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译事的兴盛甚至成为政治开明的象征 ， 如大业三年隋文帝在诏书中盛赞 自

己的文治 ：

“

译靡绝时 ， 书无虚月 ， 韬戈偃武
，
天下晏如

”

。 贞观年中
，
有北天竺僧人带来 《千

臂千眼经》 的梵本 。 太宗虽对佛教并无多大兴趣 ， 但还是积极地下令在全国搜罗学 问僧 ，

“

充翻

经馆缀文 、 笔受 、 证义
”

，
以期与梵僧合作完成佛经的翻译。

① 可以想见 ， 当时正值隋代丧乱不

久 ， 翻译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 故而需要在全国搜求僧人应征 ； 反过来说 ，
若是 向天竺僧人承认汉

地翻译人员有限 ， 无法完成梵语佛经的翻译 ， 无疑会使大唐的颜面尽失 。 这一事件与其说是与佛

教相关 ，
不如说是与国家的文化心态 、 文化实力相关 。 说到底

，
还是在夸耀华夏文明的吸引力和

包容性 ， 如 《太平经》 中所梦想的 ：

“

四夷八十一域中 ， 善人贤圣 ， 闻 中国有大德之君治如此 ，

莫不乐来降服 ， 皆赍其珍奇物来 ， 前后成行 。

”

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唐初几位皇帝都曾大力支持佛教译场 ， 根本原因乃在于这

一

文化事业符

合他们的天下观 。 如太宗的 《正月 临朝诗》 ：

“

百蛮奉遐书 ，
万国朝未央 。

… …车轨同八表 ， 书

文混四方
”

； 《春 日玄武门宴群臣诗》 ：

“

九夷造瑶席 ，
五狄列琼筵

”

。 群臣对他的这一理想是深有

体会 ，
且颇为赞赏的 。 颜师古的奉和之作 《奉正 日 临朝 》 里就有

“

天涯致重译 ，
日域献奇珍

”

之句 。 在某种程度上说 ，
这正是唐初君臣梦寐以求 的天下大同的图景 。 这一理想一直延续到后世

的几代君王
，
如高宗 、 武则天 、 中宗等人 。 王勃在 《九成宫赋》 里也歌颂了这样

一种升平景象 ：

“

玉 帛华夷 ， 提封宇宙 ， 译书岁欵 ， 祥图月凑 。

”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 的指导下 ， 在唐初的中 书

省译语人中 ， 有好几位都是来 自印度的婆罗 门居士 。 而在义净等人的译场中
，
也有不少来 自 印度

的僧人 、 来 自西域的质子 。 由 于这些人的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 ， 才有了后世所称颂的盛唐气象 。

（责任编辑 ： 李建欣 ）

① 《续高僧传》 卷三智通本传 。 《警世通言》 第九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 中 ， 有
一

个有趣的情节 ： 番邦使节

携带信函来到唐廷 ， 却无一人看懂番邦文字 。 在泱泱大国就要脸面尽失之际 ， 李白不但读解 出来函 ， 且起

草了
一份洋洋洒洒 、 气势雄浑的回信 ，

让番邦使节不敢小觑 。

② 王明 ： 《太平经合校》 ， 中华书局 ，

1 9 6 0 年 ， 第 3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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